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涂尔干及其学派的社会本体论思想及其对当代的现实

意义研究”（１７ＣＳＨ００４）系列成果之一。 感谢两位匿审人的修改意见。 文责自负。
① “政治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和“社会的”（ｓｏｃｉａｌ）又可译为政治范畴和社会范畴。 下文提到社会

范畴或政治范畴便是在此意义上使用的。

现代政治的社会基础∗

———涂尔干论政治社会的历史与现实

李英飞

提要：从社会范畴思考现代政治问题，是涂尔干社会学思想的重要起点

和内容。 本文试图重考涂尔干的早期著作，追溯涂尔干是如何完成从政治范

畴到社会范畴转换，并建立起一套有关现代政治的社会理论的。 本文认为，
涂尔干的两个社会团结类型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自 １３ 世纪以来用以构想现
代国家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和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两个概念传统。 在对这两个概念加以生理学

转化的同时，涂尔干亦建立起了有关政治社会的演化历史和现实形态的学

说。 只有置于此背景下，涂尔干的职业群体理论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关键词：国家　 政治社会　 社会类型　 职业群体

一、引　 言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政治的”理论出现得要比“社会的”理论早得

多。①政治理论的兴起是与 １３ 世纪国家（Ｓｔａｔｅ）理论的兴起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厄尔曼，２０１１：１２ － １３；伯恩斯主编，２００９：１ － ３），而我们所熟

知的社会理论中的法国传统则可追溯至孟德斯鸠，但要真正成为一种

思想形态则要等到 １９ 世纪了（Ｓ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３）。 从社会范畴的角度讨论

国家问题，不但关涉到从“政治的”到“社会的”这两个范畴间的转换，
而且还表明一种现代政治问题的出现。

不可否认的是，１９ 世纪的社会理论确实与 １８ 世纪的社会理论有

所不同。 涂尔干也曾对这两个范畴的转换关系有过明确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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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世纪的社会理论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特征，我们在 １８ 世纪

的社会理论中根本没有发现。 当时，有两种类型的问题被人们区

分开来并分别对待，即使它们被认为是相互关联的：一种被称为政

治的问题，另一种是社会的问题。 进一步说，毋庸置疑的是，时代

越进步，公众的注意力就越会从政治的问题转向社会的问题……
这是因为政治的问题最终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政府形式问题。 相

反，社会的问题则产生于现代社会的经济状况。① （涂尔干，
２００６ａ：２２５）

涂尔干认为，政治范畴的问题不再像以前那样引起人们的兴趣，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担当的角色发生了变化。 在涂尔干看来，“只要

社会生活是由共同信仰和传统构成的，政府就是通过体现这些传统而

将整个社会统一起来的。 是政府让他们获得自身意识的，以至于集体

活动的所有表现都依赖于政府形式”，所以，当两者休戚相关时，一方

的衰亡必然连带另一方的消失，“罗马贵族被镇压以后，就不再有古代

城邦了”（涂尔干，２００６ａ：２２６）。 然而，“在我们的当代高级社会中，经
济关系构成了共同生活的基础，社会的统一性首先是利益连带的结

果”，因此，涂尔干认为，“这是出于社会体内部原因，出于能够将社会

各部分统一起来的相互依赖的纽带而形成的，而不是出于政府机构这

样或那样的性质”（涂尔干，２００６ａ：２２６）。
相应地，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涂尔干也看到了现代政治所面临的危

机。 以法国为例，涂尔干看到，在法国政治危机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矛

盾：“一方面是我们拥有错综复杂和精致的机制，以及有一个庞大行政

部门的各式各样的机构；另一方面，国家（Éｔａｔ）角色的概念却转向最原

始的政治形式”（涂尔干，２０１５：１０９）。 简言之，法国的政治革命所诉诸

的卢梭式的民主制———涂尔干认为形式上是一种原始的民主制，不仅

与政治上发展出来的复杂的行政机制不相符，而且其作用还与大革命

后出现的现代经济生活不匹配。 换句话说，在面临各种复杂的现代情

境之时，法国人在观念上仍然停留在用政府形式来思考现代社会生活

的基础。 事实上，从他对德国政治的讨论（涂尔干，２０１４：１４７ － ２５４；魏
文一，２０１４：１ － １４５；渠敬东，２０１７：８ － １０）以及对英国政治结构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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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译文根据法文略有改动，以下凡引文有改动的地方都参考了原文，不再说明。



判断（涂尔干，２０１７：２３９），特别是他由此而建立的社会类型及其演化

学说中可以看出，涂尔干对现代政治的思考已然是从社会范畴及其本

质的层面去思考的。
无疑，涂尔干对现代政治的思考具有极强的欧洲历史及现代经验

基础。 但同样，对这种政治思维范畴更为深层次的社会观上的检讨势

必与之相伴随。 针对涂尔干对 １７、１８ 世纪以霍布斯、卢梭为代表的现

代自然法学家们社会人为性的社会观的批评，既有的研究已经触及到

了涂尔干社会观的基本立场（陈涛，２０１３；李英飞，２０１３）；并且，由此社

会观出发，对其国家理论的讨论也积累了一些重要的研究（Ｇｉｄｄｅｎｓ，
１９７１；Ｌａｃｒｏｉｘ， １９８１； 魏文一，２０１４；渠敬东，２０１４）。 但是，无论是涂尔

干所批评的还是他所坚持的社会观，对于两者的渊源及其关系，研究者

并未予以足够的关注和考察，更不用说讨论涂尔干在何种意义上重构

了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了。 而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理解“社
会”理论及其意义至关重要。 因此，考察涂尔干如何从社会范畴的角

度去思考现代政治或国家问题，亦即重考涂尔干如何从政治哲学的核

心论题中脱离出来，重新思考现代政治及其现实的基点，不但可以推进

我们对涂尔干“社会”理论的理解，还将有助于增进我们对现代政治的

理解。

二、政制与社会类型

事实上，当涂尔干认为，现代经济社会实现团结的方式不再依赖于

政府形式，而是依赖于社会体自身的原因时，他也选择了与传统政治哲

学不同的思考路径。 也就是说，涂尔干从一开始就不再以政体类型为

起点来思考社会的政治问题。 然而，涂尔干要想解决现代政治危机，改
变 １７、１８ 世纪政治哲学受政治范畴思维的局限，把社会形态纳入对政

制问题的讨论中来，①就必须重建两者关系。
涂尔干首先追溯的是划分政体类型的先驱———亚里士多德。 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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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把 ｒｅｉｐｕｂｌｉｃａｅ（即共和国，法文为 ｒéｐｕｂｉｑｕｅ）与 Ｃｉｔé（城邦）、ｃｏｒｐｓ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政治体）和 Éｔａｔ（国家）相等同，都是国家（Ｓｔａｔｅ）的意思（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１７７２：２４８ －
２４９）。



《社会分工论》（以下简称《分工论》）同期写作的《孟德斯鸠对政治科

学兴起的贡献》（以下简称《孟德斯鸠》）一文中，涂尔干这么写道：

的确，亚里士多德很早以前就对贵族政体、君主政体和共和政

体做了区分。 但是社会种不应该与国家（ ｒｅｉｐｕｂｌｉｃａｅ）的不同形式

混为一谈。 尽管两个人被统治的方式相同，但他们可能是不同种

类的人。 某些希腊城邦国家，以及绝大多数蛮族都被称作君主政

体，亚里士多德就是这么认为的，因为这类群体均由君王统治；①

然而，他们本质却不同。 此外，同一群人的政制可以改变，但他们

自身不必变成另一类人。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９７：１６ － １７）

因此，在涂尔干看来，国家形式（或政体）并不能直接反映出是什

么样的社会。 换言之，相同的国家形式有可能把不同社会并置在一起。
涂尔干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分类，连同国家形式和社会种类不做区

分的做法，都被后来研究政制的哲学家接受了。 在他们看来，“除了国

家形式，他们觉得不可能存在其他方式来比较人类社会”，以至于孟德

斯鸠也采用政府形式来区分社会类型（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９７：１７、４１）。
不过，涂尔干同时又指出，孟德斯鸠对政体的研究有了新的提法。

涂尔干认为，孟德斯鸠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之处就在于他区分了共和政

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这三种类型，他把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归为共

和政体的两个变种，但更为重要的是，孟德斯鸠认为这三种政体在本质

上截然不同。 这在涂尔干看来，就意味着孟德斯鸠要比亚里士多德更

进一步，即从事物本身而不是从抽象原则来定义政体类型（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１９９７：３１ － ３２）。 换句话说，政体类型是受其社会形态的内在法则或民

情支配的。 然而，尽管孟德斯鸠认为，“人类受多种事物的支配：气候、
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先例、民情和礼仪；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种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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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前文引言部分已说明为什么 １８ 世纪的政治哲学家不考虑社会形态。 这里涂尔干的解

释与政治哲学的早前解释并不矛盾。 实际上，在古典政治哲学中，政体的重要性是不言

而喻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本来是一种社会组织，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

内，就成为一个城邦，那么，倘使这里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已经转变为另一品种的制

度，这个城邦也就不再是同一城邦”。 换句话说，公民之间的组合方式（体制）不同，由其

组合而成的城邦就具有了不同的本质，所以，“决定城邦的同异的，主要地应当是政制的

同异”（亚里士多德，１９８３：１２１ － １２２）。 结合只有城邦才能为个人提供优良的生活，并且

人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实现其本性的讲法，可以看出政制所具有的根本之义。



精神”（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 １８７７：３０７），并且也以中国为例指出了中国政体的

成功恰恰在于严格遵守了中国特有的把宗教、法律、民情和礼仪糅合在

一起的礼教———这一民族的普遍精神（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 １８７７：３０７、３２８、
３３３），也即讲明了政体与社会内在法则之间的关系，但是涂尔干却认

为，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所诉诸的法则仍有自然法残余（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１９９７：２９）。 而且，在涂尔干看来，这些法则本身是隐匿在事物本性之

中，并不是直接显现出来的，极易被人们理解为恒定不变的必然性法则

而遭受抵制。 因此，涂尔干认为，不如以更容易被人们注意到的、更容

易构想的类型的观念来替代法则的观念（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９７：７２ － ７３），而
这一点恰恰构成了他重构孟德斯鸠讲法的基础。

涂尔干把孟德斯鸠所讲的法律和民情之源，即把法的普遍精神还

原为更为本体同时也更为具体的政治社会的类型，并以此来论断政制

问题，他也由此重建了政制与社会类型之间的关系。 于是，我们看到，
孟德斯鸠所考察的共和政体与君主政体就变成了涂尔干所讲的两种政

治社会的类型，而其他的政体类型则因不具有重要意义而被忽略了。
涂尔干指出，孟德斯鸠所讲的“共和国只在小城镇盛行，从未成功超出

其狭小范围”，不仅如此，“在共和国中，尤其是民主制共和国，公民之

间是平等和相似的”，“简言之，除我们已经提过的公共行政功能外，政
治体各部分之间没有劳动分工”，而且在个体身上都有种“集体精神”，
“每个人表达社会的意识部分，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宽广有力，而
只与他们自身有关的和个人关注的意识部分则弱小无力”（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１９９７：３４ － ３６）。 用涂尔干在《分工论》中更为明确的说法，这种政治社

会的类型是以相似的个人构成的且集体意识远胜于个体意识，具有绝

对优势。
相反，君主政体则完全不同。 君主制国家属于规模居中的国家。

在君主政体国家中，“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阶级中，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

的职能分得很清楚”。 也就是说，在共和政体没得到发展的劳动分工，
在君主政体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涂尔干继续指出，“在君主政体中，
劳动分工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展。 社会（ｓｏｃｉｅｔａｓ）可以比作是一个活

生生的有机体，每个部分以其本性发挥其不同的功能”，所以，君主制

的“政治体的等级，用更为当代的术语说，政治体的器官（ｏｒｇａｎａ），不仅

限制了君主，而且还彼此制衡”（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９７：３６ － ３７）。 因此，君主

制国家是一种典型的有机结构，与共和制国家截然不同，即一个是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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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性为基础、具有极强集体意识的政治社会，另一个是以劳动分工为基

础、个体享有政治自由且具有一种有机结构的政治社会。 涂尔干也因

此建立起了两个理念上的政治社会类型。
事实上，如前文所指出的，孟德斯鸠不仅认为共和制国家是以小

城镇为主，以古代城邦为典范，同时，在这里他还表明了君主制与现代

欧洲社会紧密相关。 涂尔干指出，“就君主制来说，孟德斯鸠仅在现代

欧洲的大型民族中才发现这种社会结构”（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９７：３３）。 这一

说法无疑表明了涂尔干在理念上建立的政治社会类型具有实质的历

史意涵。 因为在涂尔干看来，城邦还可以作为现代欧洲国家形态的起

点。 涂尔干指出，“确切意义上的国家，它起始于城邦，终于我们今天

的大规模民族”（涂尔干，２００６ｂ：２８０）。 所以，政体类型又可以分别对

应到具体的政治社会类型之上。 由此，涂尔干不但把卢梭式的民主制

置于国家形态的历史起点———古希腊罗马的城邦，而且也为现代国家

找到了社会基础，即以孟德斯鸠所描绘的君主制下的政治社会的有机

结构。
从形式上看，此时的涂尔干通过借助孔德的进步观念①来修正孟

德斯鸠所划分的三种政体关系，即为原本缺乏历史序列关系、涂尔干认

为最为重要的两个政体建立了历史演化顺序（涂尔干，２００６ａ：４２）。 在

《分工论》中，涂尔干明确提出，历史的发端是一种机械团结，而随着历

史的发展，有机团结有着递增的优势（涂尔干，２０１７：３３ － １８６）。 由此

可见，涂尔干试图借助这种历史化来建立一种政治社会的历史演化逻

辑，并以此来破除卢梭式民主制所诉诸的契约国家理论的非历史性。
然而，尽管涂尔干试图从社会类型的角度去思考政制问题，但两者的决

定性关系在这里并不明确。 因为共和政体和君主政体之间的差异仅在

于政治体各部分之间在分工意义上的差别，而涂尔干在这里并未证明

整个现代政治的逻辑何以从政制问题转向社会问题，并依赖于社会体

的结构，更不用说如何在孟德斯鸠所说的君主制的有机社会结构基础

上建立民主共和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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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１８９５ 年出版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为了反对用观念代替实在，确立其社会学方法

的准则，涂尔干否定了孔德的进步观念，修正了他对孔德的这一讲法（迪尔凯姆，２００９：
３９）。



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和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观念史考察①

涂尔干的这一做法，无疑会让人们把以卢梭为代表的现代自然法

学派的社会观对应到“机械团结”上，但是他与后者的实质差异和关联

又是什么呢？ 从涂尔干的著述来看，他与现代自然法学家之间的差异

实质上延续了 １３ 世纪以来用以构想现代国家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和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两套政治设想之间的差异。 路易·杜蒙（Ｌｏｕｉｓ Ｄｕｍｏｎｔ）指出，在进入

１９ 世纪之后，“若说法国大革命代表着个人主义的胜利，则革命的受挫

（指帝制的复辟），或可说是一种失败，不但带来了长期的失望之情，更
产生出对和革命所颂扬的是相反的观念和价值之强调”，“革命分子对

于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所作的前所未有而绝对的肯定已经成了过去，而个别的浪漫

派人士———他们可说是革命之嗣———发现到本身对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之需

求比任何前此都要来得强烈”（杜蒙，２００３：１４８）。 这种对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的

需求或者说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观念的复兴引发了当时社会观的变化，最终在

１９ 世纪的法国形成了所谓的团结主义思潮。 在海沃德看来，法国社会

学传统的几位关键人物圣西门、孔德和涂尔干都可以归到团结主义思

潮这一大的范畴（Ｈａｙｗａｒｄ， １９５９）。 所以，理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和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这条线索无疑成为理解涂尔干社会类型说的关键。

按照奥克肖特的讲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和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是两个彼此独立且相

互需要，但实际上是两个相互否定的概念（Ｏａｋｅｓｈｏｔｔ， １９９１： ３２３）。 所

以，这种杜蒙所说的反个人主义的思潮背后实则反映的是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和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两种观念的对张。 从概念史角度看，这两个概念分别来自罗

马私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在英语世界中被翻译成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Ｌａｇｅｒｌｕｎｄ，
２０１１：２３６），也即汉语中通常所说的法人团体。 但该概念的含义远不

止于此，它要比法团概念更为根本和复杂。 按照彭宁顿的说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是 １２ 世纪末辩护士（ｇｌｏｓｓａｔｏｒ）为创造一个令人满意的君主

权威的法律描述时，从罗马法中借来用以描述团体内部关系，尤其是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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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和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为拉丁文，从字面上看，前者原意为整体或总体，后者原意为为伙伴

或联合关系。 由于后来地方语言（法语、德语和英语等）的出现，而且随着现代自然法学

说的优势增长，这两个词及其含义也发生了调整和变化，所以，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观念史

上的发展线索，这里保留了原词而未翻译。 有关这两个词的具体含义和观念史上的意

义，详见下文讨论。



领及其成员关系以及其他团体与中央权威关系的概念（Ｂｕｒｎｓ， ２００７：
４４２ － ４４３ ）。 而 实 际 上， 从 把 人 （ ｐｅｏｐｌｅ ） 定 义 为 一 个 “ 整 体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到在教会中每个整体都具有一种法律人格，再到这种描

述团体内部和团体间关系扩展到对整个教会、城邦国家和世俗国家的

描述（Ｂｕｒｎｓ， ２００７：４４３ － ４４４），是与 １３ 世纪现代国家的兴起紧密相关

的，尤其是在此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的托马斯·阿奎那对亚里士多

德学说的复兴有关。
杜蒙指出，这一起点从托马斯·阿奎那把基督教启示与亚里士多

德哲学结合开始。 杜蒙把它具体概括为两个方面：“在宗教、信仰和恩

宠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的存在，个体直接与造物主和创造他的模型

相联系，而在尘世制度上，他是国家（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的一员，是社会体

的一部分”（Ｄｕｍｏｎｔ， １９８６： ６２）。 这里所涉及的国家或社会体即一整

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而生活于其中的人的则是它的一部分。 在杜蒙看来，
阿奎那的这一做法使得早期教会贬低世俗生活的态度得以改观，因为

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使得世俗国家的合法性得以确立，使其成为一种次

级的价值和理性制度（Ｄｕｍｏｎｔ， １９８６： ６２）。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

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各级团体即从家庭、村庄到城市自然生长的产

物，同时也是这些团体生长的最终完成形态，也就是说，城邦是人的自

然完成或成全形态（亚里士多德，１９８３：４ － ７）。 因此，在自然意义上，
城邦或国家就具有了正当性，且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独立于教会的

内在权威。 这一点为地方性王权的上升及其摆脱教宗制提供了理论基

础。 所以，厄尔曼（２０１１：１５４、１８１）也认为，“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理

论上，１３ 世纪的亚里士多德洪流都标志着中世纪和现代之间的分水

岭”，而托马斯·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的复兴，某种意义上

开启了“在很多方面都称得上‘现代’的时代”。
从确 立 地 域 性 主 权 到 早 期 现 代 国 家 观 的 形 成， 法 团 理 论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 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约瑟夫 · 坎宁 （ Ｊｏｓｅｐｈ
Ｃａｎｎｉｎｇ）指出，１４ 世纪的法学注释家们最主要的贡献在于，“他们创造

出了一个复杂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中，城市或王国被视为法团：也就是

说，它同时既是许多人构成的主体，又是唯有智识才能感知的抽象的、
单一的实体”；而且坎宁认为，将法团视作一种抽象的实体，并将其与

它的成员分离开来，由此而建立起来的观念便是早期现代国家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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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伯恩斯主编，２００９：６４１ － ６４２）。① 不但如此，在法团理论或者法

国旧制度中存在的法团体系中，在处理首领及其成员、中央权威与其他

法团之间关系时，已经存在一种代表权学说。 城邦国家中的共和制所

采纳的民选议会（代议制）作为统治主体的做法，也被应用到了法团理

论之中（伯恩斯主编，２００９：６４３），甚至到 １５ 世纪公会议运动中，在奥

卡姆学派的推动下，奥卡姆的人民主权论也被运用到了教会（Ｄｕｍｏｎｔ，
１９８６： ７０）。 所有这些都表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在推动早期现代欧洲建立现

代国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这类国家仍保有深重的宗教形态。
与此同时，厄尔曼认为，基于这种自下而上的政府理论，出于自我

保全或相互保护的目的，在 １３ 世纪的下层社会中，“不计其数的团体、
联合体、互助会、社团、同事会等组织大量出现” （厄尔曼，２０１１：１５５）。
然而，这些自治的组织却并不完全按所谓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来构想，而是按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的观念来设想的。
从词义上来看，罗马法中的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严格说来其对应的法文是

ｓｏｃｉｅｔé，德文是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而在英语中唯有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可与此相对应

（Ｍａｉｔｌａｎｄ， １９５１：ｘｘｉｉｉ）。 梅特兰试图表明，中世纪政治思想中曾试图

以伙伴关系来理解人类社会。 从法律角度看，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所描述的是一种

由契约或约定而产生的伙伴关系（ｓｏｃｉｉ），但这种伙伴关系只是一种形

式上的规则关系，比如说一种共同的语言就可以组成一个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并
不需要统一行动，也不需要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那样追求一种实质性的共同

目的（Ｏａｋｅｓｈｏｔｔ， １９９１：２０１ － ２０２）。 所以，奥克肖特认为，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的联

合条件是由法来规定的，而这种法实则是一种道德条件。 也就是说，在
当时寻求的只是一种区域性的共同生活的联结方式，政治权威也建立

在此基础上。
对于早期现代欧洲来说，用以表达国家的概念———Ｓｔａｔｅ（Éｔａｔ）直

到 １５ 世纪末才出现（伯恩斯主编，２００９：６４９），也就是要到 １６ 世纪才真

正进入政治术语，具备描述国家的特征（Ｏａｋｅｓｈｏｔｔ， １９９１：１９６ － １９７），
而在此之前，则用共和国（ ｒ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王国（ ｒｅｇｎｕｍ）或城邦（ｃｉｖｉｔａｓ）
等概念来表述国家（伯恩斯主编，２００９：６４９）。 这些新的组织形态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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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坎宁所说的 １４ 世纪的注释家将法团视作一种抽象的实体，与阿奎那将国家视作次级实

体如出一辙。 而沿着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这条传统下来，德普瓦热批评涂尔干的社会实在论是一

种托马斯主义（Ｄｅｐｌｏｉｇｅ，１９１２： ２７７ － ２８２），在某种意义上确有其依据，但涂尔干的实在

论已与托马斯主义的实在论大不相同。



现必然内在具有一种新的思想形态。 从概念体系上看，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对应的

是王国（ｒｅｇｎｕｍ）或城邦（ｃｉｖｉｔａｓ），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则对应宗主国（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ｉｔｙ）、行会（ ｇｉｌｄ，ｃｏｌｌｅｇｉａ）、座堂圣职团 （ 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 ｃｈａｐｔｅｒ） 以及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等组织形态。 如前文所言，这两个概念从一开始就是两种

非此即彼的用以理解不同人类联合的模型，并成为之后两种重要的思

想走向（Ｏａｋｅｓｈｏｔｔ， １９９１：１９９ － ２０１）。 所以，我们看到，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和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之间的张力从早期构想这两种组织形态之时就存在。
不过，即便是如后文说言，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越来越为主要思想家所采用，越

来越占据优势，但这里并未表明这两个概念与共和制或君主制的直接

对应关系，也就是说这并未表明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与共和制或民主制相关，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则与君主制相近。① 对于这两个概念间的差别，欧内斯特·
巴克在翻译吉尔克著作时曾做过区分：②

我们必须在此把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或者说是整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ｕｎｉｔｙ，即
法团）从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或者说是伙伴关系（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中区分出来。 在

伙伴关系中，尽管成员彼此相联系，但他们还是各有区别；因此，这
种统一体是“集合” （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体，而不是整体。 （Ｇｉｅｒｋｅ， １９５７：
４５）

巴克的注解表明，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的构成方式截然不同，甚至

是彼此对立的，因为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并没有体现出有别于其成员的实体性

的存在。
事实上，即便 １５ 世纪末出现了用以描述国家的 Éｔａｔ 概念，但仍然

会借助这两个概念来理解国家。 不过，到了 １６ 世纪，随着公民联合的

“起源”以及规则权威和政制问题成为关注焦点，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概念也越来越

多地被博丹、霍布斯、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等人所采用

（Ｏａｋｅｓｈｏｔｔ，１９９１：２５１ － ２５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概念也因此开始逐渐在政治思

想中消失。 在评述吉尔克论述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视角相对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越来越

占优势时，杜蒙写道，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用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或

５２２

论 文 现代政治的社会基础

①
②

即便在霍布斯的国家理论中，由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缔造出来的共和制也是以君主制的形式实现的。
巴克的这一区分是在奥托·吉尔克讨论到法团理论时所给出的注解。 下文中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ｕｎｉｔｙ 是指法人团体，但为了便于与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的特征相区分，译作了“整体”。



‘ｓｏｃｉｅｔｙ’而不是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来指称社会整体；但这也是现代自然法及其

追随者的遗产”（Ｄｕｍｏｎｔ，１９８６：７４）。

四、现代政治危机与社会自然性重建①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原本只是被用来形容人是一个整体，后被用到形容由一

些人按照一定方式———这里指按照某种共同的实质性目的———组成的

团体，而这个团体又被视作一个自然人，在法律上也具有像自然人一样

的人格，因此，由 ｃｏｒｐｓ（人）组成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即我们所熟知的法人团

体。 这种做法的目的是造出一个法律人格，并赋予其权威，以此来形成

一个具有某种行动一致性的团体，诸如各种行会、大学；而到了国家，也
就是由诸多法团集合起来组成的政治体（ｃｏｒｐｓ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可以是以君

主的方式实现其权威和意志的国家。 这一理论在法国的旧制度中体现

得最为明显。
由于在法语 Éｔａｔ 还有等级的意思，因此，作为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的国家其

本身就内在地具有一种等级制，即由三个等级构成的有机整体———涂

尔干分析到孟德斯鸠时指出的政治体有机结构，并且也有三级会议这

样的代议制形式。 这种等级制在法团内部也有深刻体现。 事实上，随
着旧制度被推翻、法团系统的废除以及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对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的优势增

长，到了 １９ 世纪的法国乃至欧洲其他国家，在政治和社会思想中已经

很难找到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所熟悉的由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发

展而来的社会概念（ｓｏｃｉéｔé、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和 ｓｏｃｉｅｔｙ），并在不同场合兼具

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这个词的含义。 涂尔干在论及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一词的含义时，
也表达了这两个概念之间意义的混同：

事实上，这个词取自法律用语，意思不过是一个具有某种一体

性的 联 合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即 法 团。 它 和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 伙 伴 关 系）、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合伙）同义，这些不同的表述经常可以互换使用……同

时，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这个词之所以指称法团，并不只是指教师社团

６２２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８． ４

① 有关社会的自然性和内在法则的重建一般会从社会具有自成一类的属性角度来探讨，但
本文将从社会生理学的角度来集中讨论圣西门对涂尔干的影响。



（ｓｏｃｉéｔé）。 我 们 发 现 它 也 在 同 样 的 程 度 上 指 各 种 同 业 公 会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ｌｅｓ），甚至包括任何拥有一定程度一致性和

道德一体性的集合，比如，由所有基督徒组成的那个整体。 （涂尔

干，２０１６：１３６）

这种混同，或者把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和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纳入 ｓｏｃｉéｔé 来做讨论的做

法，显然是由现代自然法学说在 １６ － １９ 世纪的政治理论或社会思想中

所占据的统治地位造成的。 不过，正如吉尔克所言，“古典和中世纪思

想留传下来的将国家视为一个有机整体（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ｗｈｏｌｅ）的观念，从未

完全消失过”①（转引自 Ｄｕｍｏｎｔ，１９８６： ７４），这一思想走向仍然借用了

很多契合其自身发展的法团理论的很多原则。 所以，吉尔克认为，这也

是为什么大家不反对用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来描述人民共同体，而且大家同时也在

采用法团理论来定义人民共同体的原因（Ｇｉｅｒｋｅ， １９５７： ４５）。
不过，现代自然法理论所开启的契约国家论却实质性地改变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的内涵和地位。 所以，我们看到，尽管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在某种程度上

吸纳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的若干原则，但在契约国家论中，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作为有

机整体的自然性却被消解掉了。 由于现代自然法在逻辑上先在地假定

了一种自然状态的存在，从而使得除了人的自然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之

外，其他基于个体之间联合而产生的整体性存在都不过是人为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产物，都只不过是根据人的内在自然的若干法则实现的组

合。 这种转变整个地消解了古典乃至中世纪以来亚里士多德式的政治

哲学传统，并使得个体与国家或政治社会之间出现了一种对立关系。
比如，霍布斯就明确表示反对亚里士多德有关“人在自然上是政治的

动物”这一说法，因为在他看来，人并不能像动物那样以自然的方式和

平相处，而是需要借助契约以人为的方式实现协同（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９４：
１０８；李猛，２０１３： ９３）。 这一观点同样体现在卢梭那里。 卢梭认为，在
唯一自然的社会———家庭中，当养育的需要结束时，自然的联系也就解

体了，所以，“如果他们继续结合在一起，那就不再是自然的，而是自愿

的了”（卢梭，２００６：５）。 按照涂尔干的说法，卢梭的这一立场是视“每
个社会都是人为的实体，因为人对社会没有自然的需要” （涂尔干，
２００６ａ：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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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句话原文未找到，但从吉尔克的论述可以看出是符合其意思的。



不仅如此，即便如霍布斯那样，力图在契约缔结的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之外再

赋予主权者一种人造的人格（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以此方式来实现一种具

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实质意义的政治统一体（李猛，２０１３：１０３ － １０４），但也无

法恢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原有的等级结构的自然性了。 事实上，尽管在卢梭

的契约论中，普遍意志（ｖｏｌｏｎｔé ｇéｎéｒａｌｅ）被认为是个体实现结合并转

变为一个整体的关键———杜蒙也认为，卢梭的普遍意志相当于霍布斯

的君主，其角色就是让集合或组合而成的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转变为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Ｄｕｍｏｎｔ，１９８６： ８８），但这种普遍意志也不再能赋予政治体以某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意义上的实在性了。 从抽象主权过渡到具体的政府创制，这
就使得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两者的界限在 卢 梭 这 里 极 为 模 糊

（Ｄｕｍｏｎｔ，１９８６：９０）。 政治体的实现方式也从霍布斯的君主制变成了

没有任何中间体的共和国，变成了涂尔干所批评的原始民主制形式。
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的法国的革命者试图在法兰西这个大国建立原

本被认为只适用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的共和制（潘丹，２０１５：６０）。
契约国家论无疑在推进整个文明进程起到过重要作用，但在进入

１９ 世纪之后，其局限性却越来越凸显出来。 民主革命的接连失败使得

法国的思想家们逐渐认识到，纯粹借助政治契约的方式并不能建立起

一个稳固的国家，反倒是造就了一个“一盘散沙的社会” （罗桑瓦隆，
２０１２：１１８ － １６４）。 也就是说，政体形式无法自然地决定整个社会的性

质，实现社会团结。 不仅如此，在尚未给中间体撇清与旧制度的关联之

时，契约国家论又遭受了来自急速发展的大工业所带来的一系列的诸

如贫困、不平等和非正义等社会问题，①更加激化了对作为契约论基础

的人之自由、平等权利的争论；特别是 １８４８ 年革命，社会问题不但成为

公众话题，还使得这个同样源自罗马法的团结（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é）概念发展成

为影响 １９ 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治理论。②

团结主义思潮的出现，本身就是对政治与社会之关系的再思考。
如前文所言，涂尔干要论证当下“拥有错综复杂和精致的机制，以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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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杜蒙认为，“法国在十九世纪前半期同时产生了社会学与社会主义，这一重要的意识形态

是不可能只以工业革命之影响的角度来作了解的”，因为“我们要迟至 １８３０ 年之后才能

来谈法国的工业革命”（杜蒙，２００３：１５４ － １５５）。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理论的出现

最初有着极强的政治问题的指涉和关联性。
比如对国家的功能的反思。 １９ 世纪下半叶，莱昂·迪骥（Ｌéｏｎ Ｄｕｇｕｉｔ）甚至提出，主权理

论已经破产，应用公共服务（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ｕｂｌｉｃ）的观念取代主权概念，唯此才能解决国家介入

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法律障碍（迪骥，２０１３：３６ － ６６）。



一个庞大行政部门的各式各样的机构”的现代国家之必要，从根本上

回应个人主义及社会主义的诉求，就必须思考现代政治赖以存在的前

提。 涂尔干认为，以个人自由和平等权利为基础的契约国家论，无法真

正实现一个稳固的国家，其原因在于作为订立契约的诸个体的“意志

本质上是可变的，它不能作为定常事物的根基” （涂尔干，２０１５：１１８），
但“几乎所有这些政治理论家都把社会看作是人类的创造”，而“如果

我们是社会的创造者，那么我们就能拆毁它改变它。 我们所做的全部

就是施展我们的意志”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７８：４４ － ４５）。 所以，鉴于这种契

约关系的基础极其脆弱，涂尔干一开始便从个体理性之外去寻求现代

政治得以成立的纽带（团结）关系及其基础。
涂尔干讨论社会类型与政制的关系，显然受到了圣西门的影响。

圣西门认为，要解决现代政治的危机，必须要进行知识和社会制度上的

彻底变革。 “社会契约论的目的在于保证自由”，但自由本身并不能构

成实质性目的，而且由于其形而上学的特质，这一学说并未为个体间的

联合指明一个共同的目的，当然也无法为建立新的社会体系（或社会

组织体系） 提供指导 （圣西门，２００４ａ：２５６ － ２５７）。 这一点已然是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观念。 圣西门试图用万有引力原理建立一门“以生理学观

察为基础的人的科学”（圣西门，２００４ａ：１３４），并以此来完成这一使命。
按照圣西门的说法，这种基于总体的人的科学，或人类的科学，是一门

也服从于物理学原则的社会生理学（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ｅ ｓｏｃｉａｌｅ）。 所以，在当专

门的生理学过渡到一般生理学也即社会生理学时，生理学所致力于考

察的将是更高的秩序，“一般生理学不再专注于作为社会体 （ ｃｏｒｐｓ
ｓｏｃｉａｌ）器官的个体”。 社会生理学致力于研究的是社会体器官的功能，
也就是说，当这些作为器官的人民组成社会时，也即当“这些器官合并

形成一个独立的存在（人类）”时，社会也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由人

所组成的团体，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有机体；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一

个真实的、具有生命的存在（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１９６５：５７ － ５８）。
圣西门指出，“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生物，并且对其加以研

究，即对社会体的诞生和它成长的各个不同时期加以研究，那么这将会

给每个社会体呈现出具有各种特征的生命样式，同时，我们也会看到童

年的生理不同于成年人的生理，老年人的生理也不同于生命最初阶段

的生理” （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１９６５：５７）。 简言之，在人类的生命史的不同阶

段，也就是文明进程中的不同时期，其生理特征也不一样。 所以，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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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学的标准，判定社会体各器官应当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文明进程，将
成为确保社会生命体是否健康的重要依据。 因此，作为不同的社会体

器官（ｏｒｇａｎｅｓ）的不同类别（ｃｌａｓｓｅ）的人，在社会组织结构上也要随文

明进程中的不同阶段而进行相应的调整（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１９６５：６３ － ６５），
其政治体系也将由此决定。

圣西门的这种做法虽不是独创，但却实质性地推进了涂尔干对现

代政治的理解。 用斯宾塞的话说，这种转变是让人们认识到社会有机

体的“构造是生长出来的，而不是人造的”（Ｓｐｅｎｃｅｒ，１９８１：３８８）。 因此，
这种用生理学重建出来的自然性比之前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还多了一层演化

逻辑。 涂尔干也认为，社会体本身是一个历史展开的过程。 尽管涂尔

干并不赞成圣西门从文明进程中的必然法则来推断社会组织的演化规

律，但却找到了如何从社会体自身的演化逻辑来思考现代政制问题。①

换句话说，从社会体的不同器官内部以及之间的关系也即社会结构的

角度来寻求政治危机的解决，建立实质的政治统一体，便成为涂尔干社

会类型说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

五、社会的两重性：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

事实上，随着 Éｔａｔ 概念的出现，国家越来越被认为是政治社会的

某种状态。 所以，在此背景下，原先作为理解国家的两个重要概念，无
论是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还是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也越来越被理解成政治社会的某种形态。
在卢梭的契约论中，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由社会公约产生的政治体即

国家，两者是等同的，而由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状态（éｔａｔ ｃｉｖｉｌ）则表明

国家就是某种公民所处的社会状态；并且，由于卢梭所讲的这种公民状

态所对应的是以家庭为政治社会原始模型的某种社会状态，所以，他所

研究的契约国家就是一种政治社会的权力状态 （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１７７２：
２４０ － ２４１，２４８ － ２５１）。 两者的关系发展到涂尔干这里时也是如此。 涂

尔干就曾明确指出过，用“国家”来指称政治社会，本身即暗示着一种

中央权力的存在（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７５ｂ：１７９）。 因此，当现代自然法学家及

其追随者们的思想越来越占主流时，已经统合为 ｓｏｃｉéｔé 概念的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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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涂尔干明确表示过，孔德的三阶段论来源于圣西门（涂尔干，２００６ａ：２０６）。



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也失去了专门作为国家的一面，而是作为比 Éｔａｔ 范畴更

为宽泛的政治社会（ ｓｏｃｉéｔé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来理解，通常在不论及国家或政

治问题时，又只以社会概念的形式出现。
涂尔干指出，Éｔａｔ 并不能完全囊括所有政治社会，因为“没有国家，

政治社会也能够存在，而且确实存在”（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１９７５ｃ：１７２）。 相比

而言，Éｔａｔ 所指却有更为专门化的倾向，用涂尔干的话说，“‘国家’这
个词有时指的是整个政治社会，有时只指政治社会的某个部分”，①但

“国家 是 唯 一 可 以 以 社 会 之 名 说 话 和 行 动 的 社 会 体 的 总 体 ”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１９７５ｃ：１７３）。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涂尔干认为，现代国家

起始于城邦，所以，从具体形态上看，不称其为国家，但仍以政治社会的

形式存在的，既有最初级的斡尔朵（ｈｏｒｄｅ）、氏族，又有城邦形成之前的

氏族联合和同盟。 称氏族为政治社会，是因为涂尔干曾明确指出，“一
个氏族往往包括成百上千个成员。 不仅如此，它还是最基本的政治单

位；氏族头领独自享有整个社会权威” （涂尔干，２０１７：１３７）。 所以，从
这个角度看，涂尔干有关“社会”的理论囊括了人类历史的所有社会形

态，而且也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把政治社会追溯到了有国家形态之前

的历史。 换句话说，他对契约国家论中从政治社会到国家之间的过渡

做了历史化处理。
借助社会生理学，涂尔干完成了从政治哲学到社会理论的转化，而

以社会体的角度重考人类历史时，他又在历史的发端和当下现实中指

出了两种社会纽带类型：一种是初等的像环节虫一样由许多环节集成

的环节社会，另一种是高等的组织社会。 前一种集体类型，其个体“要
想一致活动，就必须丧失掉自己的运动，就像无机物中的分子一样”，
所以，以这种相似性构成的是一种机械团结；而后一种“整体的个性与

部分的个性都得了同步发展，社会能够更有效地采取一致行动”，就像

高等动物一样，当每个器官都获得发展时，有机体也有更大程度的一致

性，所以，此种以差异化和相互依赖关系构成的团结被涂尔干称为有机

团结（涂尔干，２０１７：９１ － ９２）。 在涂尔干看来，罗马的氏族联合和雅典

的氏族同盟属于简单合成的多环节社会，而城邦或部落集合体则是

“由若干简单合成的多环节社会的并存或融合而产生的” （迪尔凯姆，
２００９：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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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应指政府，但在涂尔干看来，国家并不包括行政部门（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１９７５ｃ：１７３）。



因此，对照《孟德斯鸠》一文来看，卢梭式民主制的原型———古希

腊罗马城邦的政制要在政治上取得一致行动，其前提必然是要先丧失

其作为每个小环节的社会的政治特征。 所以，在涂尔干看来，卢梭的这

种以个体间契约为唯一和直接纽带的团结，本质上是一种以相似性为

基础的机械团结。 涂尔干认为，由于此时的政治体并未出现分工，而只

能以简单的趋同才能实现所谓的民主形式。 所以，在政治形式上，这种

直接性的政治形式自然也更偏向原始。 与此同时，涂尔干又指出，构成

这种机械团结的纽带恰恰不是个体理性，而是基于一种观念和情感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７５ａ：１０）。 对这种以相似性为基础的团结中的个体所处

的意识状态，涂尔干给出了如下定义：“同一社会的每个成员共有的信

仰和情感的总体组成的一个有着独立生命的特定体系，我们可以称之

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 （涂尔干，２０１７：４２）。 所以，在回应自然法学

家们的基本设定时，涂尔干试图表明，由于构成社会联结的纽带发生了

根本变化，其作为个体的本质特征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此刻的个体不

再是天然地享有自由和平等，也不具有自己独有的个人人格，而是处于

完全被社会占有的状态（涂尔干，２０１７：９１）。
与集体意识作为环节社会的团结纽带不同，有机团体既是功能分

化和社会分工的产物，又以劳动分工为团结纽带。 从社会体的结构的

角度看，有机团结与机械团结最大的不同是原先作为环节的社会不再

能够保持其独立性，而逐渐融合成为一个具有各种社会器官或组织的

社会有机体。

这些社会并不是由相似的和同质的环节复合而成，而是由不

同机构（ｏｒｇａｎｅ，即器官）组成的系统，其中，每个机构都有其特殊

的职能，而且它们本身也都是由不同的部分组成的。 社会各个要

素不仅具有不同的性质，而且也具有不同的组合方式。 它们并不

像环节虫那样排列成行，相互嵌搭，而是围绕同一个中央机构，相
互协调，相互隶属，中央机构则对有机体的剩余部分进行调节。
（涂尔干，２０１７：１４２）

从形式上看，社会的有机团结类型是一个有着各种器官组成的系

统，是一个组织社会且因组合方式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形态。 与此相比，
社会的机械团结类型则是一种无器官（组织，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ｓé）和未成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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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ａｍｏｒｐｈｅ）的社会（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７５ａ：１０）。 不仅如此，有机团结还逐

渐演化出了一个中枢性器官（ ｏｒｇａｎ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所以，涂尔干不但用

ｏｒｇａｎｅ 来类比社会体意义上的组织，而且还用它来指涉政治组织意义

上的运行的机构。 从功能上看，作为社会的大脑的这个中枢性的器官，
就是指国家及中央机关。 涂尔干指出，“大脑不但控制着所有外在关

系，还控制着整个生命。 因此，生命越是丰富而集中，大脑的作用就越

显得复杂。 社会也是如此” （涂尔干，２０１７：１８３）。 至于中央机构与其

他支配生活的机构之间的关系，比如专门执行经济职能的机构，涂尔干

做了如下表述，“尽管脊椎动物的脑脊神经非常发达，并且对交感神经

系统产生一定的作用，但它还是为交感神经系统留下了很大的自主余

地”（涂尔干，２０１７：１８０ － １８１）。 由此可见，社会有机体的脑脊系统指

的就是国家，而大交感神经系统中心则指同业公会这些中间体组织

（涂尔干，２０１７：１７６）。
涂尔干这里有一个基本讲法：在社会的演化过程，也就是在劳动分

工过程中，社会会产生一种不断集中（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的趋势。 换言之，
分工既能产生社会团结所需的凝集力，又能不断地吸纳更多的小社会，
使环节社会变成组织社会，进而形成一个更为庞大的社会体。 所以，在
不断集中化和功能分化的过程中，社会有机体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呈

现出类似生物界的演化特征，按涂尔干的说法，“中枢性器官的规模越

大，社会也就越属于高等类型” （涂尔干，２０１７：１８０）。 因此，与未达到

国家状态的政治社会的这些环节社会不同，有机团结不但包容性更强，
其囊括的范围也更大。 中央机构也将更大、更发达。 所以，涂尔干不但

从社会体演化的角度证明了国家的历史必然性，批驳了无政府主义或

圣西门式的国家观，而且还从社会有机体的角度证明了我们对国家的

依赖总是有增无减（涂尔干，２０１７：１８４ － １８５）。 事实上，涂尔干强调国

家的社会团结和调节的功能，又在某种程度上批评了现代自然法学家

及其追随者们的国家观。
不过，尽管“劳动分工逐步替代了共同意识曾经扮演过的角色，高

等社会的同一完全靠分工来维持了”，而且，涂尔干也从机械团结到有

机团结归纳出一条历史法则：“起初机械团结还能够，或几乎能够独当

一面，后来则逐渐失势了，有机团结渐渐跃升到了显著位置。 既然人们

相互维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社会结构也会不可避免地随之变化”，但
涂尔干还表达了另一观点：尽管“机械团结再也没什么优势可言，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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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的安排方式也不再作为单一的社会结构，甚至是最根本的社会结

构”，但“在高等社会里机械团结依然能够存在” （涂尔干，２０１７：１３４ －
１３５、１４６ － １４７）。 涂尔干的这一表述并不只是指现代社会以松散形式

存在的联邦国家或集权国家的组织形态，而是想再次表明“这两种社

会实际上只是一个社会，或者说是同一实体的两个方面” （涂尔干，
２０１７：９０），“所有过去和现今的社会都只是这两大社会类型的变种”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７５ａ：１０）。 因此，在涂尔干这里，社会体本质上具有一种

两重性，即便是现代社会，仍然保留着某种机械团结的特征。
涂尔干强调有机团结而不是机械团结之于现代政治的意义，无疑

又把前文中提到的如何在孟德斯鸠所说的君主制的有机社会结构基础

上建立民主共和制的问题拉了回来。 所谓现代欧洲的大型民族国家，
也就是孟德斯鸠所认为的类似法国这样适宜君主政体的大国，君主和

贵族之间既有分工又相互依存。 “君主政体的性质是‘中间的’、‘附属

的’和‘依赖的’这些权力所构成”，而且孟德斯鸠认为，其中“最自然的

中间的、附属的权力，就是贵族的权力”，并且“没有君主就没有贵族，
没有贵族就没有君主” （孟德斯鸠，２００５：１５ － １６）。 所以，如果涂尔干

旨在恢复政治中间体，那么，对于他而言，势必会涉及在此有机结构中

实现的政治形式何以是民主制而不是君主制，并且又在何种程度上不

是复辟旧制度的法团体系。

六、社会的演化：国家和职业群体

在政制问题上，涂尔干仍是从社会体的演化逻辑来展开讨论的。
不过，涂尔干要区别于先前基于某项原则进行观念推演的方法，从具体

实在的层面上进一步论证现代政制及其社会基础。 而这也是从批评现

代自然法学家的历史观开始的。
涂尔干认为，像文明阶段论这种历史观本质上是一种线性的进化

论，这种历史观“只看到了一代接着一代世世相传并因本性相同而走

在同一方向的个人”（迪尔凯姆，２００９：４０）。 这种历史观极易把社会的

演化当作人性推演的产物。 涂尔干指出，社会的演化是一个从简单到

复杂的过程，而不是单一体的单线演化逻辑。 在涂尔干看来，“社会的

相继发展不是以几何直线的形式出现，而更像一棵向四面八方分枝的

４３２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８． ４



大树”（迪尔凯姆，２００９：４０）。 在此历史观和演化逻辑下，“任何一种社

会都是由比它更为简单的社会构成的”，所以，涂尔干认为，“只研究这

最简单的社会是怎么自己形成的，它的组合体是怎样组合起来的，就可

以了”（迪尔凯姆，２００９：９８）。 换言之，在涂尔干看来，不同社会形态所

属的社会种的形成，都不过是比它更简单的社会集聚（ａｇｒéｇｅｒ）和融合

（ｃｏａｌｅｓｃｅｎｃｅ）而成的。
由于“所能进行的组合有限，而且大部分组合必然重复。 这样，就

出现了社会种” （迪尔凯姆，２００９：１０３）。 所以，从社会形态学的角度

看，涂尔干认为，进行组合的要素有限就决定了社会种的数量也有限。
不仅如此，在分工及传染机制的作用下，文明逐渐抹平了集体类型之间

的差别（涂尔干，２０１７：９７、２５８）。① 所以，对于欧洲社会而言，涂尔干认

为，自 １８ 世纪末 １９ 世纪初开始，一个统一的欧洲社会也已逐渐形成。
欧洲社会的形成，同样也是从社会的两重特征上展开的：伴随着共同意

识的形成，所有欧洲民族正在自发地组织形成这个社会（涂尔干，
２０１７：２３８、３６３）。 事实上，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涂尔干基于法国的对现

代政治的观察，才具有某种普遍意义。 换句话说，他以法国为典型的经

验推展构成了对英国乃至德国的分析（涂尔干，２００６ａ：３６８）。
然而，由于“祖国是目前能够实现的唯一社会形式” （涂尔干，

２０１７：３６４），或者说，国家是当前唯一能够实现的组织社会的最高形式

（涂尔干，２０１５：８１），那么，在此前提下，现代民主制国家又当如何形成

呢？ 由前文讨论可知，涂尔干认为，“在西欧各民族中，国家来源于社

会的自发发展”（涂尔干，２００６ａ：３０９），所以，基于这种历史观和对待政

制的态度，涂尔干便从作为政治社会起点的氏族社会着手，分析整个政

治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状况。
在他看来，从整个历史演进角度看，从环节社会到组织社会经历了

若干阶段。②

首先，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组织阶段。 按照时间序列来看，从最原

始的到氏族这种政治—家族组织式微为止：（１）以易洛魁人为代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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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尽管涂尔干这里指出了文明对统一社会类型的形成起到过作用，但他仍然坚持认为，文
明并不能作为划分社会类型的标准（迪尔凯姆，２００９：１０５）。 按照后来布格莱（Ｃéｌｅｓｔｉｎ
Ｂｏｕｇｉé）的讲法，涂尔干批评的应是偏重物质文明划分的历史阶段论。
此部分讨论的社会的演化详见《分工论》 第一卷第六章第一、二小节（涂尔干，２０１７：
１３５ － １５０）。



氏族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摩西五经》时代的犹太人社会次之，但后者

略微先进，两者都是政治—家族组织；（２）以萨利法时期的法兰克人为

代表，已经发展出了集权，以及行政职能和司法职能的完整框架；村庄

开始作为最小的社会单位，政治—家族组织开始式微，百人团开始成为

政治单位；（３）以《十二铜表法》时期的罗马社会为代表，这一时期产生

了法团和同业公会，分工也得到了一定发展，其政治单位是百人团大会

或部落大会；同时，属于同一类型的雅典城邦社会比罗马的城邦社会略

微原始，因为它的政治—家族组织消失得略晚。
其次，以村庄为基础的地域阶段。 按照涂尔干的说法，在对共同祖

先的追忆逐渐消退之后，“从这种状态里产生的家族关系逐渐消亡以

后，氏族也只能把自己看成是局限在某一区域的聚居群体了” （涂尔

干，２０１７：１４６）。 这一阶段实际上与罗马时期的城邦社会已有重合。
涂尔干说：“就像罗马的 ｇｅｎｓ 从属于库里亚一样，这种群体被划归到类

似的但却比较大的区域里，如百人团、克兰或郡，而后者又往往被划归

到更大的区域里，如县、州或省，从而构成了整个社会”（涂尔干，２０１７：
１４６）。 这一阶段中存在的欧洲集权国家和纯粹的联邦国家亦表明机

械团结在高等社会中依然存在。
最后，以职业群体为基础的组织社会阶段。 涂尔干认为，中世纪以

后，由于城镇的出现，环节组织逐渐失去其原貌，同时也逐渐失去其作

为政治和社会单位的功能。 这期间，“家族组织消失了，地方宗教也永

远消失了”（涂尔干，２０１７：１４７）。 “随着组织社会不断发展起来，各种

环节就需要把许多市场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市场，把整个社会都包括进

来”（涂尔干，２０１７：３２９）。 所以，地域划分逐渐失去其自然性，也越来

越表面化，取而代之的是职业组织，并逐渐成为政治和社会单位。 最初

还只能局限在单环节社会，以及之后又在城镇得到发展的职业群体，在
涂尔干看来，“将来总归会有一天，我们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会完

全，或几乎完全建立在职业基础上”（涂尔干，２０１７：１５０）。
由此可见，在整个西欧历史的发展中，政治体的基本单位从家

族———尽管涂尔干已指出这是一种误用，①到百人团、百人团大会或部

落大会，再到以地域为单位的村庄、县、州和省，乃至接下来出现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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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涂尔干认为，“在犹太人那里，氏族常常被人很不恰当地称作家族，它包含了数以千计的

成员，据说都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涂尔干，２０１７：１３９）。



群体，是一个不断演化和替换的过程。 更为重要的是，涂尔干所力图证

明的政治的基本单位没有一个是以个体的个人为基础的。 这与卢梭式

的直接民主制区别开来。 不过，涂尔干要证明现阶段的政治基本单位

是以职业为基础，而不是地域的行省或所谓封地意义贵族制，那么，他
仍需说明：这种转化是何以可能的，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转换。

在这一问题上，也就是在社会体自身演化逻辑上，涂尔干依旧延续

了生理学解释。 涂尔干认为，像高等动物一样，社会的环境和处境也经

常变化且越来越复杂，但要获得生存，其适应能力必然要得到发展，其
中能够增强其适应能力的就是功能与器官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趋向于相

互独立。 “（社会的）这种不断增加的相对灵活性，验证了功能越来越

脱离器官而独立存在的事实”，因为“如果功能紧紧维系在非常确定的

结构上，那么它很容易陷入一种僵化的状态”，所以，“如果说功能本身

变得更加灵活的话，那是因为它与器官形式的联系不再那么密切了，两
者之间的纽带也变得更加松弛了”（涂尔干，２０１７：２９２）。

事实上，正是因为功能和器官的联系不那么紧密了，所以，在面临

环境变化和更为复杂的环境时，担负政治功能的器官，也就是政治组

织，才得以根据具体情境来实现替代。 由职业群体替代区域性选举团

单位，①亦是涂尔干为应对大工业迅猛发展所带来的冲击给出的解决

方案。 涂尔干指出，“支配现代经济生活的活动还不能算是一种正常

活动”，因为“在现代社会里，我们已经很难找到类似于大交感神经系

统的神经节这类支配中心了”（涂尔干，２０１７：１７６）。 按照前文的类比，
涂尔干旨在用职业群体来重建大交感神经系统中心，并使之与脑脊神

经产生实质关联。 所以，在《分工论》第二版序言里，涂尔干明确提出，
职业群体或法人团体“将来会变成一种基础，一种政治组织的本质基

础”，而且“社会也将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即由大片土地合并而成的

聚居地，它将成为一种由国家法人团体所构成的庞大体系” （涂尔干，
２０１７：３９）。

以职业作为社会和政治组织基础，在当时亦不占少数，比如，当时

就有人提出，“选举团不能按照地方区域划分，而必须按照职业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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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涂尔干对这一观点做了补充：“我的意思不是说地方选区应该统统消灭，而是说它们应该

退到后台去”，因为“某种意义上讲，新制度产生的时候，旧制度不会完全丧失，不会不留

下一点儿痕迹”，因此，“以地方为基础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还会存在下去。 不过在将

来，这些组织的地位不会显得像现在这样重要了”（涂尔干，２０１７：４１）。



“政治议会必须恰当地反映多样化的社会利益及其相互关系”，涂尔干

的这一提法自有其背景，只不过涂尔干所强调的却是恢复法人团体的

形式。 从社会体的角度看，重建法人团体的提出，亦不免让人联想起旧

制度以及杜蒙所说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观念的复兴。 对涂尔干来说，现代政

治要建成实质性统一体，实现社会团结，也即要建成一个国家法人团体

系统，必然是要应对新的工业生活条件，在以由分工带来的职业分化的

背景下，要提出既带有调节经济生活的功能，又可作为道德生活的环境

新的组织形态方案（涂尔干，２０１７：３３０；迪尔凯姆，２００１：４１５ － ４２２）。
职业群体便成为法人团结的现实形态，而这种法人团体已大不同于旧

制度的法团制度。
至此，涂尔干不但用社会体的历史演化证明了政制是如何伴随并

依赖于社会体结构变迁的，而且还论证了国家作为现代政治的必然形

态理应具备复杂的机制和庞大的机构。 不仅如此，无论是对于欧洲社

会而言还是专指法国社会，要建立现代民主制，在总体社会结构上仍要

依托一种基于职业群体的均衡结构，而由后者所构成的社会组织形态

正是现代政治的基础所在。

七、余　 论

１９００ 年，涂尔干在《１９ 世纪的法国社会学》中提到，社会学在法国

的催生和发展大致有三次高潮：一次是波旁王朝复辟的头几年出现的

一股对理性主义的热情，即期盼借助理性也就是科学找到重建国家的

道德组织方案，这期间出现了圣西门主义、傅里叶主义、孔德主义和社

会学的诞生。 第二次是 １８４８ 年的革命。 最后一次是 １８７０ 年普法战争

后，即在第二帝国刚刚崩塌后，社会学重新复兴，力图重造一个组织

（国家）（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７０：１２１ － １２３）。 按照涂尔干自己的讲法，法国大

革命后，在其历史中始终伴随着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运动（涂尔干，
２００６ａ：１５３），所以，法国的社会学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表明，它与国家主

义运动这一大背景不可分离。
然而，在面对既有的国家观时，自卢梭以来的契约国家论却成为法

国难以建立实质政治统一体的障碍，涂尔干有关“社会”的理论任务便

是针对这一问题而提出的。 当然，涂尔干要从社会范畴的维度回应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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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由政治哲学所奠定的国家理论，自然少不了对所谓社会学先驱们的

讨论。 事实上，正是在对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等人的讨论中，在对现

代自然法学家及其追随者们的社会观进行批评的过程中，涂尔干既表

达了从社会学角度讨论国家理论的可能，又不自觉地批判性地继承了

中世纪晚期以来用以构想现代国家的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的两大

传统。
对于涂尔干而言，要讨论现代政制问题或是要解决现代政治的内

在矛盾，其方法并不在于对政制问题的直接讨论，而在于对其所依赖的

社会基础进行科学研究。 涂尔干理论上的论证是借用圣西门以来所奠

定的社会生理学来实现的，亦受团结主义思潮影响。 从涂尔干的论题

上看，如何寻求现代社会团结的机制，以及如何论证出符合现代高度复

杂的被涂尔干称为高级组织社会的国家形式，即找到政治社会的正常

形态，就成为其社会理论的基本母题；而这一母题又被他置入社会结构

之中，成为其道德科学的核心议题。 所以，在对所谓的社会基础的讨论

中，涂尔干力图表明社会体及其演化有其自身的法则和现实形态，而政

制问题，用其后期思想的术语来说，不过是这种社会体结构的某种表现

而已。
事实上，通过对政治社会的历史及现实的考察，涂尔干还力图表

明，他所讨论的法人团体以及由其建立的国家政制形态具有某种普遍

性。 换句话说，在涂尔干看来，法国问题实则是作为欧洲问题而存在

的。 通过重建法人团体这一中间体，我们可以看到涂尔干所要表达的

实则是以现代职业群体为依托的代议制民主制。 然而，限于主题和篇

幅，涂尔干后来从社会范畴重新讨论政体类型未能展开，而其中恰恰包

含了涂尔干对现代民主制的讨论，尤其是对如何在现代欧洲的大型民

族国家建立民主制问题的回答。 不仅如此，有关涂尔干从社会体的精

神层面去讨论现代民主制在机械意义上的团结，也即如何在世俗化的

背景下重塑共和制，以及对国家之本质和个人权利起源的回应等问题，
本文都未予以讨论。 这也是接下来要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亚里士多德，１９８３，《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伯恩斯，Ｊ． Ｈ． 主编，２００９，《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３５０ 年至 １４５０ 年》，程志敏、陈敬贤、徐昕、

郑兴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９３２

论 文 现代政治的社会基础



陈涛，２０１３，《人造社会还是自然社会———涂尔干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社会学研究》第

３ 期。
迪尔凯姆，埃米尔，２００１，《自杀论：社会学研究》，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迪尔凯姆，Ｅ． ，２００９，《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迪骥，２０１３，《公法的变迁》，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杜蒙，路易，２００３，《个人主义论集》，黄柏琪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厄尔曼，沃尔特，２０１１，《中世纪政治思想史》，夏洞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李猛，２０１２，《“社会”的构成：自然法与现代社会理论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第 １０ 期。
———，２０１３，《通过契约建立国家：霍布斯契约国家论的基本结构》，《世界哲学》第 ５ 期。
李英飞，２０１３，《涂尔干早期社会理论中的社会概念》，《社会》第 ６ 期。
卢梭，２００６，《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罗桑瓦隆，皮埃尔，２０１２，《法兰西政治模式：１７８９ 年至今公民社会与雅各宾主义的对立》，高

振华译，沈菲、梁爽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孟德斯鸠，２００５，《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潘丹，２０１５，《“自由”和“专政”的思想谱系：法国大革命前后政治———社会学说的转变》，《社

会》第 ２ 期。
圣西门，２００４ａ，《圣西门选集：第一卷》，王燕生等译，董国良校，北京：商务印书馆。
涂尔干，爱弥尔，２００６ａ，《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付德根译，渠东校，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ｂ，《乱伦禁忌及其起源》，汲喆、付德根、渠东译，渠东、梅非校，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１４，《德意志高于一切———德国的心态与战争》，渠敬东主编《涂尔干：社会与国家》，

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５，《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渠敬东译，王楠校，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６，《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渠敬东校，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７，《社会分工论》，渠敬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渠敬东，２０１４，《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涂尔干对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新构建》，《社会学研

究》第 ４ 期。
———，２０１７，《追寻神圣社会：纪念爱弥尔·涂尔干逝世一百周年》，《社会》第 ６ 期。
魏文一，２０１４，《涂尔干社会理论中的国家观》，渠敬东主编《涂尔干：社会与国家》，北京：商务

印书馆。
Ｂｕｒｎｓ， Ｊ． Ｈ． （ ｅｄ． ） ２００７，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ｃ􀆰 ３５０⁃ｃ􀆰 １４５０．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Ｄｅｐｌｏｉｇｅ， Ｓｉｍｏｎ １９１２， Ｌｅ ｃｏｎｆｌｉｔ ｄｅ ｌａ ｍｏｒａｌｅ ｅｔ ｄｅ ｌ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 Ｐａｒｉｓ： Ｌｉｂｒａｉｒｉｅ Ｆéｌｉｘ Ａｌｃａｎ．
Ｄｕｍｏｎｔ， Ｌｏｕｉｓ １９８６，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Éｍｉｌｅ １９７０， Ｌ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ａｌｅ ｅｔ ｌ􀆳ａ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ｉｓ： ＰＵＦ．
——— １９７５ａ，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à ｌａ ｍｏｒａｌｅ． ” Ｔｅｘｔｅｓ 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ｍｏｒａｌｅ， ａｎｏｍｉｅ． éｄｉｔｉｏｎ ｐｒéｐａｒéｅ ｐａｒ

Ｖｉｃｔｏｒ Ｋａｒａｄｙ． Ｐａｒｉｓ： Ｌｅｓ é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Ｍｉｎｕｉｔ．

０４２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８． ４



——— １９７５ｂ， “ Ｄéｂａｔ ｓｕｒ ｌ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ｅ ｅｔ ｌｅ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ｅ． ” Ｔｅｘｔｅｓ ３． Ｆｏｎｃｔｉｏｎｓ ｓｏｃｉａｌｅｓ ｅ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éｄｉｔｉｏｎ ｐｒéｐａｒéｅ ｐａｒ Ｖｉｃｔｏｒ Ｋａｒａｄｙ． Ｐａｒｉｓ： Ｌｅｓ é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Ｍｉｎｕｉｔ．

——— １９７５ｃ， “ Ｌ􀆳éｔａｔ． ” Ｔｅｘｔｅｓ． ３． Ｆｏｎｃｔｉｏｎｓ ｓｏｃｉａｌｅｓ ｅ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éｄｉｔｉｏｎ ｐｒéｐａｒéｅ ｐａｒ Ｖｉｃｔｏｒ
Ｋａｒａｄｙ． Ｐａｒｉｓ： Ｌｅｓ é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Ｍｉｎｕｉｔ．

——— １９７８，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Ｌｅｃｔｕｒｅ． ” Ｉｎ Ｅ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ｄ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Ｍ． Ｔｒａｕｇｏｔｔ．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 １９９７， Ｑｕｉｄ Ｓｅｃｕｎｄａｔｕ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ｄａｅ ｃｏｎｔｕｌｅｒｉ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Ｗ． Ｗａｔｔｓ
Ｍｉｌｌｅｒ ＆ Ｅｍｍａ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Ｐｒｅｓｓ Ｌｔｄ．

Ｇｉｄｄｅｎｓ， Ａｎｔｈｏｎｙ １９７１，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４） ．
Ｇｉｅｒｋｅ， Ｏｔｔｏ １９５７，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５００ ｔｏ １８００．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Ｂａｒｋｅｒ Ｅｒｎｅｓｔ．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Ｈａｙｗａｒｄ， Ｊ． Ｅ． Ｓ． １９５９， “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 Ｉｄｅａ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Ｆｒａｎｃｅ．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４（２） ．
Ｈｏｂｂｅｓ， Ｔｈｏｍａｓ １９９４， 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Ｅｄｗｉｎ Ｃｕｒｌｅｙ．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Ｈａｃｋｅｔ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

Ｉｎｃ．
Ｌａｃｒｏｉｘ， Ｂｅｒｎａｒｄ １９８１，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ｅｔ ｌ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Ｐａｒｉｓ：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ｄｅ ｌａ Ｆｏｎｄａｔ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
Ｌａｇｅｒｌｕｎｄ， Ｈｅｎｒｉｋ （ｅｄ． ） ２０１１，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５００ ａｎｄ

１５００．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Ｍａｉｔｌａｎｄ， Ｆ． Ｗ． １９５１，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Ｉｎ Ｏｔｔｏ Ｇｉｅｒｋ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Ｆ． Ｗ． Ｍａｉｔｌａｎ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ｏｕｉｓ ｄｅ １８７７， Ｄｅ ｌ􀆳Ｅｓｐｒｉｔ ｄｅｓ ｌｏｉｓ， ｌｉｖｒｅｓ ＸＩ⁃ＸＸＩ． Œ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èｔｅ ｄｅ

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 ｔｏｍｅ ４． Ｐａｒｉｓ： Ｇａｒｎｉｅｒ Ｆｒèｒｅｓ， Ｌｉｂｒａｉｒｅｓ⁃éｄｉｔｕｒｓ．
Ｏａｋｅｓｈｏｔｔ， Ｍｉｃｈａｅｌ １９９１，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Ｊ． ⁃Ｊ． １７７２， Ｃｏｎｔｒａ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ｕ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 ｄｕ ｄｒｏｉｔ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Ｐａｒｉｓ： Ｇａｒｎｉｅｒ Ｆｒèｒｅｓ，

Ｌｉｂｒａｉｒｅｓ⁃éｄｉｔｕｒｓ．
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 Ｃ． Ｈ． １９６５， “Ｄｅ ｌａ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ｅ ｓｏｃｉａｌｅ． ” Ｌａ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ｅ ｓｏｃｉａｌｅ， Œｕｖｒｅｓ ｃｈｏｉｓｉｅ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ｔ ｎｏｔｅｓ ｄｅ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Ｇｕｒｖｉｔｃｈ． Ｐａｒｉｓ：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Ｂｒｉａｎ Ｃ． Ｊ． ２０１３， 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Ｓｐｅｎｃｅｒ， Ｈｅｒｂｅｒｔ １９８１， Ｔｈｅ Ｍａｎ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Ｓｉｘ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Ｌｉｂｅｒｔｙ Ｆｕｎｄ， Ｉｎｃ．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社会工作系

责任编辑：闻　 翔

１４２

论 文 现代政治的社会基础


